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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据敦煌文献记载，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有完整的官方医疗机构；敦煌佛教和道教医疗也是当时医疗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区，伴随着吐蕃、粟特等民族的定居和祆教、摩尼教、
景教的传播，多元民族医疗也是敦煌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由于古代医药资源相对短缺、医药价格高，加之交通不

便，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简单易行的单药方、灸疗、食疗、禁咒等治病方式是他们面对疾病时的主

要选择，民间自我医疗也是当时社会重要的医疗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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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生命、疾病与社会的考察，是近年较受关注

的论题之一。 唐代敦煌地区是多民族文化交汇之

地，不同民族对疾病的认识以及由之形成的医疗观

念有着显著差异，同时，由于地处西北边陲，敦煌的

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医生的数量、水平，药物的供应、
配制，民众的观念认识等，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

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 传统巫术和不同的宗教

治疗仪式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近年

来，利用敦煌材料对医疗相关问题进行的多角度研

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极有特色①。 这些研究基

本勾勒出了敦煌古代医疗史的大体面貌，使我们对

敦煌古代医疗的认识进一步清晰起来。 不过，总体

而言，已有研究多偏重于文献或具体问题的讨论，对
敦煌疾病医疗的整体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 而敦煌

材料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观照那一

时代医疗、社会等整体情况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些

繁杂的文献中找出相关材料，探寻、分析唐五代时期

有关医疗卫生组织、医疗资源、方法应用等涉及医疗

体系的内容，可以为全面复原与认识唐五代时期敦

煌社会医疗史的情况，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角度。

一、唐代敦煌的官方医疗组织及其特点

根据《唐六典》 《旧唐书》 《新唐书》等资料，得
知唐朝中央设有太医署、殿中省尚药局、药藏局。
“虽然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三大中央医疗机构组

织严密并且集中了当时医中才俊，但是其服务对象

是皇室、官僚贵族、宫廷、禁军、官奴婢等，除非有皇

帝特诏以及发生大规模传染病，否则这些医疗机构

并不负责为平民疗疾。” ［１］２６－２７

唐朝从贞观三年（６２９ 年）开始在地方州府设医

药博士及医学生。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记载：
　 　 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 开

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
写《本草》 《百一集验方》 藏之。 未几，医学博

士、学生并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 二十七年，
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 永泰元年，复置医学

博士。 三都、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一人。
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
州十人。［２］１３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３
作者简介：王晶波，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马托弟，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

所博士生（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２４１



　 　 根据敦煌文书 Ｐ．２００５《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
敦煌有州学、县学、医学，“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

墙别构房宇安置” ［３］６８。 Ｐ．２６５７《唐天宝年间沙州

敦煌县差科簿》记载：“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
医学博士。” ［３］６９可见，唐代敦煌设有医学博士和医

学生。 敦煌所在州沙州按人口属于下州，如果按照

《新唐书·百官志》中的医疗机构设置，沙州应该只

有一个医学博士，十个医学生。 这对于三万左右人

口的敦煌来说，实属杯水车薪。 “唐代的官方医疗机

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使命都非为平民服务，
其组织机构和规模也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典章制度

和诏书中经常提到的医治平民的字样，多数情况下

可能只是一种‘姿态’罢了。” ［１］３２

即便如此，官方医疗机构的设置，对医学的提倡

和示范作用仍不容小觑，对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

人才的培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唐大诏令集》卷

一一四《政事·医方》记载了开元十一年时复设地

方医学博士的诏书，其中记载了地方医学博士对地

方社会医疗的价值：
　 　 神农鞭草以疗人疾，岐伯品药以辅人命，朕
诠览古方，永念黎黍，或荣卫内壅，或寒暑外攻，
因而不救，良可叹息。 今远路僻州，医术全少，
下人疾苦，将何以恃赖？ 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

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写 《本

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４］５９５

安史之乱后敦煌由吐蕃管辖，唐代设立的医疗

机构不复存在，但是吐蕃的医学书籍和医药知识又

成为敦煌社会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宗教信仰与敦煌的佛教、道教医疗

唐代佛教盛行，作为唐代管辖区域的敦煌，其佛

教信仰繁荣程度较之中原有过之无不及，吐蕃及归

义军管辖时期，虽然未见官方医疗的资料，但是敦煌

所存邈真赞中却多有对僧人医术的称赞之词，如 Ｐ．
４６６０《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 称赞翟法荣为：
“五凉师训，一道医王。 名驰帝阙，恩被遐荒。 迁加

僧统，位处当阳。” ［５］４８４Ｐ．４０１０、Ｐ．４６１５《索崇恩和尚

修功德记》称赞索崇恩为：“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

术。” ［５］７２１Ｐ．４６６Ｏ《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
对金光明寺索法律的称赞为：“堂堂律公，禀气神聪。
行解清洁，务劝桑农。 练心八解，洞晓三空。 平治心

地，克意真风。 灯传北秀，导引南宗。 神农本草，八
术皆通。” ［５］３６０Ｐ．４６６０《索法律智岳邈真赞》称赞索

智岳为：“寒松比操，金石齐坚。 上交下接，众听推

先。 殷 勤 善 诱， 直 示 幽 玄。 药 闲 中 道， 病 释 两

边。” ［５］４７４

从以上对敦煌僧人功德的记述，可以看出，这些

僧人除了以其高深精湛的佛教知识和修养受到崇敬

之外，他们还发挥自己的医学才能尽心为当地民众

服务，因此受到广泛赞誉，充分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

佛教寺院和僧人在民众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是因为，吐蕃管辖敦煌以后，“学术文化从官府转

向寺院。 这时，除了民间医家依旧收授徒弟外，寺院

医学就显得格外重要。 ‘五明’是作为高僧应具备

的条件，而‘五明’之一的‘医明’，就是精通医学。
过去‘医明’只是僧侣生活和传教的辅助手段，到这

时随着‘医学’的废止，传授医学知识和为民众疗疾

治病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僧侣身上” ［３］６８。
敦煌医学文献里有诸多佛教治疗疾病的药方，

尤其是密教文献里有诸多治病的内容。 Ｐ． ２６６５、
Ｓ．６１０７《佛家方第一种》里面记载了药物配佛教咒语

治疗眼病、耳病、腰脚疼的药方。 另外，Ｓ．６１５１《千手

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是有关观音疗疾的经

典，Ｓ．５７４１ 号文书《观世音不空绢索心王神咒经》中
有“观世音不空绢索心王神咒和眼药法” ［６］４７８，北
７４６８《如意轮王摩尼别行印》中有一组手指押印法，
其中有“以头指恰（押）大母指，此（令）一切诸病人

疼痛便差。 以头指恰（押）大母指下节文，令病人得

睡。 以头指恰（押）大母指背上节文，温（瘟）疟除

差” ［６］８０－４８１的内容。
除了佛教医疗，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道教医疗

文献。 道教是唐代的国教，唐代道观遍布全国，其盛

行程度虽然不如佛教，但是在民众的信仰中也占有

重要地位。 吐蕃管辖敦煌后，“道教在一定范围内依

然存在着，只是以宫观为中心的道教由此走向衰落，
道教活动由公开转向隐蔽，往往借助占卜术等其他

形式存在” ［７］２３。 道教信仰渗透在民众生老病死的

各个层面，在医药领域，道教自然也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是道教炼丹求仙的追求是以治疗疾病、保证身

体的健康为前提的。 从东汉末年以来，治疗疾病一

直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之一。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诸多

道教的医药资料，除了道教的辟谷方和疗服食方，还
有 Ｐ．４０３８《道家方》 ［８］６７３－６７７，其中包括十二个医

方，涉及治白发、声哑、鼻疮等生活中常见的疾病。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道教医疗在敦煌社会中

扮演着重要的医疗角色［９］８９。 道教的医学多以求仙

为目的，佛教医疗药方虽然充斥着不少咒语及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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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的表达，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药方在预防和治疗

慢性疾病、心理精神疾病甚至养身、强身健体方面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当时社会医疗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三、敦煌的多元民族医疗资源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

族共居的地区。 “敦煌地区从汉代建立敦煌郡起，就
是多民族居住区域，这里有汉族移民，也有少数原住

民族，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大量的其它民族移

居敦煌地区，如吐蕃人、吐谷浑人、鄯善人、龙家人、
粟特人等。” ［１０］３６

伴随着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入，民族医药医

疗成为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的重要特色。 敦煌祆教

文献中有和疾病相关的内容，“小儿疾赛神”记载小

儿疾患，即需祈赛小儿神，共十六位女神。 “此十六

个女神并拥护小儿，其小儿未满十二岁。 此十六个

神变身作恶形，却与小儿作患害，……欲得小男女无

病患，每须故故祭此神等，小儿即得病愈。” ［１１］６３北

敦 ００２５６《摩尼教残经》中有“缘此法药及大神咒，咒
疗我等多劫重病，悉得除愈”② 的记载。 Ｓ． ３９６９、
Ｐ．３８８４《摩尼光佛教法仪轨》中记载摩尼寺教堂中有

病僧堂，“佛医瑟得乌卢诜，译云光明使者。 又号具

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

身之异号也”③。 摩尼教《下部赞》中也有治疗疾病

的内容。 景教《志玄安乐经》中有治疗疾病的记载，
敦煌出土景教经典《尊经》，“据吴其昱研究，《尊经》
中《摩萨吉思经》，萨吉思是居住于叙利亚东北的艾

那长老，擅长医术，精通希腊哲学及医学，和景教主

教来往密切。 因此，这里的《摩萨吉思经》应该也记

有希腊科学内容，甚至记有希腊医学方法，若果如

此，则又和布拉依克出土药方有关，至少它们有一个

共同来源” ［１２］３９３－３９４。
吐蕃医疗是敦煌民族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火灸疗法》《古藏文灸法图》《吐蕃医疗术》等，《吐
蕃医疗术》是吐蕃医术、医方的合集，涉及生活中常

见的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用药简单易行。 同时，敦
煌吐蕃药方里有关于冷疾、解酒药、解毒药等药方体

现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药物的配方就地取材，是
研究藏族医药文化的重要资料。 火灸法也是藏族独

特的治疗疾病的方式，体现了藏族民众在艰难的地

理环境中的生活、生存智慧。
除了多元宗教中包含的医药医疗，在敦煌也发

现了一些域外医药文献。 如《医理精华》 《耆婆书》
等，其中《耆婆书》用梵语、于阗语两种语言抄写。
“这些敦煌出土胡语医药文献流传甚广，并且其中的

外来医药知识对敦煌出土汉语医药文献产生影

响。” ［１３］５９－６０“敦煌文献中所显示的医学资源是非

常丰富的，涉及药物、药方、药具、疗法，乃至治病去

疾的术数、法术甚至咒语，这些医学资源的来源也是

相当广泛的，既有来自中原的历代中医家，也有来自

敦煌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有的来自中亚、印度乃至波

斯等殊方之地。 这些医学资源汇聚在敦煌一地，既
为敦煌民众的日常健康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为中外

医学文化的交流做出显著的贡献。” ［１４］２６５多民族医

疗及域外医疗丰富了当时社会的医疗资源。

四、敦煌民间的自我医疗

除了以上的官方医疗机构、佛道教医疗组织、多
民族医疗体系之外，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大量民间

自我医疗的内容，如简单易行的单药方、灸疗、食疗

及禁咒法。
１．敦煌单药方

敦煌医药文献中，有多种单药方、选方。 《单药

方》不见于古今书籍收录，因每病只有一种药或灸一

个穴位或一个禁方，因此马继兴将其命名为《单药

方》，涉及 ８５ 个药方，每种疾病只用一种药或艾灸一

个穴位，可能是敦煌医人或者普通家庭使用的实用

医药手册。 《单药方》中涉及的疾病有：流鼻血、蛊
毒、鬼魇死、恶疰入心欲死、急黄疸黄、急疳、赤白痢、
恶肿疼痛、蛊水遍身洪肿、偏风、冷痹、癫狂、疱、花
疮、火烧疮、恶疰、疗（丁）疮、妇人多失子、失音不

语、鱼骨在咽、小儿霍乱、妇人月水不止、避孕、产后

腹痛、难产、心痛、温痒、风病、产后出血、小便不利、
腹胀心痛、恶疮、女人带下、产后小便不通、产后胎衣

不下、舌肿、秃疮、不孕、生女不生男、头风、眼流泪、
胎死腹中、盗汗、小儿舌疮、痔疮、烂唇、蜘蛛及蚕咬

人、小儿惊啼、小儿夜啼、疟病、咽痛、夫妻感情不和

等［１５］１７９－１９４。
《单药方》中所记载的疾病几乎包含了当时所

有的疾病类型。 敦煌医方中还有妇产科、儿科等疾

病的药方，内容丰富而具体，突出对妇女儿童的关

注，不仅具有医学价值，而且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现

着古人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健康成长的人文关怀。
同时有关美容和养生的药方，体现了古人对生命的

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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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药方是唐五代时民间应对疾病的一种重要方

式。 政府多次下颁药方或刻石给民众提供医疗方

便。 这一方面是写本时代抄写书籍困难，另一方面

是因为单药不仅易得，而且比多味药方价格要便宜，
这对贫苦民众来说，是最实用的医疗方式。 敦煌文

献龙．３０９６《药价文书第二种》对当时的药价有详细

记载：
　 　 鞭鞘一条，上直钱□□文，次一文五分，下

□□文。
郁金花一分，上直钱六十文，次五十文，下

四十文。
麝香一分，上直钱一百二十文，次一百一十

文，下一百文。
丁香一分，上直钱三十五文，次三十文，下

二十文。
白檀香一两，上直钱五十文，次四十文，下

三十五文。
□上直钱五十文，次四十五文，下四十文。
□下四十五文。［１５］５０６

由敦煌《药价文书》可知，唐代药物价格分为上

中下三等，将此药价与同时期普通民众的收入与其

他生活、生产用品的价格，甚至是借贷的价格比对，
可以得知普通民众对医药资源的可得性并不高。 Ｓ．
９９８７－Ｂ２《备急单验药方卷并序》的序部分记载了普

通民众获得医药资源的困难及单药方的便利之处：
　 　 时人遇疾，枉死者多，良药目前，对之不识。
葛氏之鄙，耻而不服，误之 深 矣。 且 如 猪 零

（苓）、人粪能疗热病，急病，取对目前，岂得轻

其贱秽弃而不服者哉？ 人之重信古疑今，如幸

黄帝、仓公、和、缓、扁鹊之能，依用自取鸠集单

验，始晤（悟）天地所生，还为天地所用，触目能

疗而救急易得，服之立效者一百八方，以人有一

百八烦恼，合成次劳市求，刊之岩石，传以救病，
庶往来君子录之备急，自验，代劳致远，深可救

之。［１６］４９－５０

唐代释智严译《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
中提到了穷人用单方的记载：“譬如有一贫病之人求

医疗疾，以其贫故医处单方。 于时贫人病愿除愈，药
价贱 者 服 之 病 除。 何 以 故？ 是 贫 病 人 以 无 力

故。” ［１７］９５０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说：“故古方或

多补养，或多导泻，或众味，或单行。 补养即去风，导
泻即去气，众味则贵要，单行则贫下。” ［１８］１９

２．灸疗法

灸疗法是敦煌地区普通民众的重要医疗方式，

敦煌出土的 Ｐ．２６７５《新集备急灸经》卷首记载了灸

法的简单易得：“今略诸家灸法，用济不愚，兼及年、
月、 日 等 人 神 并 诸 家 杂 忌， 用 之 ”， “ 神 验 无

比” ［８］２０１。
于赓哲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 一书中认

为：“就基层民众中使用的普遍程度而言，灸、针地位

的兴替发生在唐宋之际。 在唐代，灸疗法主要的是

掌握在普通民众而不是医师手中，手法简单粗放、廉
价易行，因此，灸疗在唐代不少地区基层民众日常医

疗活动中起着其他疗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到了

宋代，灸疗法在民间的重要性逐渐降低。” ［１］１５４－１５５

Ｐ．２６２２《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 “天行热疾方”中就

是用灸法治疗骨蒸：
　 　 治天行时气热疾后变成骨蒸□人，灸病人

手臂内大横文后四指□上量四指三壮，手足左

右同壮灸。［１５］３２４

另外，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灸法图。 《外台秘要》
引《崔氏〈别录〉灸骨蒸方图》的序文记载了灸法图

的优势：“此方扶危拯急，非止单攻骨蒸，又别疗气疗

风，或瘴或劳，或邪或癖，患状既广。 救愈亦多，不可

具录，略陈梗概。 又恐传授谬讹，以误将来，今故具

图形状，庶令览者易悉，使所在流布，颇用家藏，未暇

外请名医，求上药，还魂反魄，何难之有？ 遇斯疾者，
可不务乎。” ［１９］２３３可见灸法一直是普通民众医疗的

重要方式，敦煌没有医理的药方尤其是单方中也有

灸疗法，每种病只灸一个穴位，简单易操作。
晚唐五代宋初，雕版印刷技术在敦煌医药知识

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使得灸疗法进一步为民所用。
例如 Ｐ．２６７５《新集备急灸经》写本，书题下标有“京
中李家于东市印”，可知“其原为刻印本，初刊于唐

代京都长安” ［８］２００，Ｐ．２６７５ 正是据“京中李家”的印

本抄写而来的。 写本卷首题记为：
　 　 四大成身，一脉不调，百病皆起，或居偏远，
州县路遥；或隔山河，村坊草野。 小小灾疾，药

饵难求，性命之忧，如何所治。 今略诸家灸法，
用济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诸家杂忌，用
之，请审详，神验无比。［８］２０１

从文中可知，“京中李家”书坊编印此书的主要

目的就是将流行于当时的诸家《灸经》汇集成册，用
印刷的方式将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出去，以便满

足人们的医疗需求［２０］６２。
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社会还流行着和灸疗法相关

的节日风俗。 Ｐ．２７２１《杂抄》中所载：“八月一日何

谓？ 其 日 以 墨 点 之， 名 为 灸， 以 厌 万 病，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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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２１］１７１正是古代八月一日“点灸”治病防病的节

俗仪式。 其中的“以墨点之”的“墨”当系朱砂调和

的特殊之墨，对此 Ｓ．６５３７Ｖ《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

《节 候 赏 物 》 有 “ 八 月 一 日， 赏 点 炙 枝、 朱 碗

子” ［２２］１１１的记载，其中的“炙枝”是蘸取朱砂在小儿

眉心点灸的工具，“朱碗子”是研磨、调制朱砂的碗，
更可能是装有调和好的朱砂的碗。 朱砂作为药材，
具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这种在穴位处进行点灸

的方式，应当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病、防病功效，因而

古人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厌万病”。 实际上，
八月一日天灸节，又被称为天医节、六神日，是古人

治病防病的日子④，相关习俗历史久远，在南朝梁宗

懔《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宋代庞元

英《文昌杂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 敦煌地区这一

节俗的存在，对当时的民众而言“不失为是一种带有

神异性和信仰性的医疗手段，同时也是古人卫生防

疫思想的重要体现” ［２３］３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

明“灸疗”的流行。
３．食疗法

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食疗本草》 的部分内容，
《食疗本草》是唐朝孟诜所著，孟诜完成后，张鼎在

此基础上又补 ８９ 种，共计 ２２７ 条，没有传世本。 敦

煌本《食疗本草》共记食物 ２６ 种，连同所附医方共

８２ 条，所记食物为石榴、木瓜、胡桃、软枣、榧子、芜
荑、榆荚、吴茱萸、蒲桃、甜瓜、越瓜、胡瓜、冬瓜、瓠
子、莲子、燕蕧子、楂子、藤梨、羊梅、覆盆子、藕、鸡头

子、菱实、石蜜、砂糖、和芋，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
科等各个方面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食疗本草》中

涉及的食物都是常见的果蔬，对普通民众来说，简单

易行，在日常饮食中就能预防或治疗一些疾病。 除

此之外，从当时敦煌节日风俗中也能看出食疗在当

时民众生活中的影子。 例如 Ｐ． ２７２１《杂抄》所记：
“六月六日何谓？ 其日造酱、曲，及收枸子，大良。 此

月三 伏 日 何 谓？ 其 日 食 汤 饼， 去 瘴 气， 除 恶

疢。” ［２１］１７１

４．禁咒疗法

敦煌医药文献里保存了一些含有咒禁疗法的药

方，是了解唐五代时期民间医疗的重要资料。 从敦

煌文献来看，唐五代时期，咒禁术一般用于治疗当时

医学无能为力的妇女难产、鬼疰等心理精神方面的

疾病。 “咒禁和符印疗法的‘适用疾病’要么是死亡

率高，要么是难以治愈，要么是其病因被认为是超自

然力量导致，要么是带有一定的传染性。 在碰到这

类疾病的时候，古人就会求助于超自然力的咒禁、符

印疗法。” ［１］１１６其中治疗妇女难产的资料较多，不再

赘述，治疗心理精神方面疾病的药方在传世资料中

较为少见，这里略为列举讨论。
Ｐ．３１４４《不知名医方》第七种“疗鬼疰方”记载：
　 　 上先以墨笔围所痛处，于圈内书作：“腊（）
蚀鬼疰，人不知，急急如律令”，若未全差，洗却

更书，永差。［１５］２３８

Ｐ．２６２２《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仙人治病方”：
　 　 取好朱砂、麝香水研之，书头上作九天字□
白车。 腹上作白马字，两手作丸金，两脚作丸土

字□此法，体上书此字，病除之。［１５］３２８

唐代时，咒禁术在医疗活动中，不管是从从业者

的规模，还是从咒禁术适用的疾病范围来说，都有缩

小，在医疗活动中的地位下降［２４］６１。 从敦煌文献来

看，禁咒术所占比例也不大，这和学者们对唐代整个

医疗环境的研究结果相符。 “可以这样说，巫术疗法

虽继续在唐代社会医疗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

其阵地已经逐渐萎缩。 医巫必然要分离，这是人类

认知水平的发展规律，但是就唐代而言，医巫并不能

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因为正如前文所论述，
民间草泽医人基本还是‘医巫不分’，主流医学家们

的思想中，虽然有了很多对迷信的排斥，但也有一些

咒禁符印疗法的残留。 在面对棘手疾病时，咒禁符

印疗法依然被经常使用。” ［２４］６７可见咒禁术在唐五

代时期敦煌民众的医疗史上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
民间自我医疗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普通民众面对疾病时的重要医疗选

择。 除此之外，佛教、道教中的宗教医疗也是当时民

众面对疾病，尤其是医药无法治疗的疾病的选择。
敦煌佛教《患文》、道教《病差文》《发病书》都有对宗

教斋会治病仪式的记载，是当时社会重要的医疗资

源补充。

结　 语

医疗从来不是单纯的医药问题，它涉及社会的

各个层面。 从医疗机构及医人群体来说，唐五代时

期的敦煌有完整多元的医疗体系，官方、佛教、道教、
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医疗是敦煌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从医学水平来说，敦煌文献中的医药抄本

即可体现出敦煌医学的较高程度，中医有五脏论、内
难经、伤寒论、灸法、药方等，吐蕃医学则有火灸法等

具有藏族特色的药方及医疗术，另外还有丰富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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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医学作为补充。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价格便宜、简
单易行的单药方、艾灸、禁咒、食疗等医疗方式是他

们面对疾病的主要医疗选择。 民间自我医疗是当时

社会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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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敦煌医疗体系探论


